
Pinky在台湾防疫宿舍提供的便当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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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 空服员 检疫隔离 机师 国泰航空 长荣航空

上月，有香港空服员在居家隔离期间到九龙塘望月楼聚餐，引起本地新一条病毒传播链；同时亦有空服员

港台两地机组人员的自白︰当生活只剩隔离和上班

“其实这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工作，为何我不能活得光明正大？”

香港 深度 2019冠状病毒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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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家隔离期间传染家人，病毒因而流入社区......

不断变更的检疫政策、排山倒海的检测工序，虽为防疫守住缺口，但同时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冲击，还有

被隐形的劳工待遇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社会大众对航空业界检疫安排持不同声音，有机组人员因而产生无形

的心理压力，影响情绪。香港如是，相隔一个海峡的台湾如是。

端传媒邀请航空机组人员自述，让读者更了解前线劳工的想法。 




“很没安全感，一到港可能就会被捉走” 
 Steven，港人国泰机师 


我当空中巴士（Airbus）客机机师3年，疫下生活已占其中两年。疫情下国际航班大减，没想到我会因兼顾

货机飞行而比疫情前更忙碌。

去年公司裁员时，公司顺便逼我们签新合约。新合约条款不外乎是各式减薪、减津贴条款，当时首批签合

约的机师能有两年“过渡期”，期间可保留以往的住屋及儿女在港教育津贴，而较迟签合约的一批则只有一

年过渡期。这些条款显然不公道，但我由衷喜欢以飞行作为终生职业，暂别无他选，唯有签约，尽管心里

有多挣扎、多纠结。

因职级关系，最初我只飞长途航班，一个月大概飞3次；但疫情后货机队人手不足，现时我每月飞三至五

次，放假日子很少，试过更表（排班表）密得该月只有8日假期，即每月最低假期日数（相关假期下限规定

按民航署守则而定）。

有人说普通打工仔在办公室的工时也很长，8日假期是平常事。但我们上班不是指定朝九晚五，挨夜、时

差、连续16、17小时值班是等闲事，亦需要相对足够休息时间来确保身体精神复原，毕竟我们的健康状况

是直接影响机上所有人的性命安危。



香港国际机场，一架国泰航空的客机起飞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两年来，我们的检疫隔离要求不断更改，永远都估计不到下一步。自从接载乘客到港的机组人员要隔离之

后，公司又推出了一个自愿闭环式执行隔离计划，一离家就个半月。我跟妈妈一起住，实在不忍心经常丢

下她自己一个，就没有申请计划。怎料，载货航班获豁免隔离，反而令我上班上得更频密。现时，只有载

货即日来回航班不用强制酒店隔离，我们只需自行居家隔离3日，期间只可因为要做检测方可离开家门。我

只剩下很少假期，现在的假日大都要拿来居家隔离了，即使是私人假期也不能外出，3天之后又要去上班。

除假日大都没了，上班下班也有一种不为人知的辛酸。每次下班，我在香港机场里走很远的路，到中场客

运廊（Midfield）做第一次检测。大家去过外游都会记得，那个地方要坐无人驾驶列车才到达。做完检测

就坐在旁边那些像自修室的单独座位等待，一等就2至4小时才有检测结果。完成整个检测程序后，我再回

到出境大堂，等待公司安排出租车分批回家。通常住邻近地区的同事会被安排同一辆车离开，要是不幸地

最后一个下车，由飞机到港至回到家里，一般要花上4至5小时了，这通勤时间也太长了吧。

这数个月来我也很少见朋友，除了很难约时间（毕竟我整个月可能只有一两晚能外出吃饭），也因为很没

安全感。前阵子有机师同事确诊，卫生署把所有两星期内曾踏上同一架飞机的同事及其家人，全部都捉到

竹篙湾隔离营隔离21日，当中有老有嫩...…两个星期即使不曾见面、不曾共事的同事也全家遭殃。现时去

上班，根本不知何时会被突然列为密切接触者，一到港可能就会被捉走……所以我都只安排一星期内的行

程，根本没有甚么计划、社交可言。

我是土生土长香港人，有时亲眼看着香港人对我这行业的目光，有点心酸。当年疫情在欧美国家大爆发

时，有许多回港的留学生确诊，记得那时我穿着制服出门上班，电梯门一开，其他邻居也不愿走进来，场

面安静得带点尴尬。后来我会想，为何我要尴尬呢？我可能是全香港最安全的一群人，不但已打疫苗，还

每天做检测。



2021年2月19日香港国际机场，国泰航空飞机运送了首批2019冠状病毒疫苗抵港。摄：Tyrone Siu/Reuters/达志影像

面对难熬的日子，我也会给自己打气。上班、飞行，保持香港的国际货运供应是我的社会责任，香港人就

算不能去旅行，也依然可以在港吃到日本鱼生、澳大利亚车厘子，还可以在那间开遍全港的杂货店买到日

本药妆......我不是想说自己多伟大，说到底我只是个打工仔。

社会给我们的压力真的很大，特别是最近新感染链事件令公众觉得我们在“播毒”。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坏苹

果，但我们的同事，包括机师和空服员，都不会希望自己确诊，甚至把病毒传入社区。事件影响到社区大

众生活，大家要出气，我知道但也无可奈何。说实在，我们一班一直坚守防疫的同事也同样无奈。在疫情

下，大家都是受害者。

有很多外籍机师因工作环境大规模转变而准备离开或已离职。他们来港多年，有些甚至见证香港主权移

交。去年12月刚好是新合约一年过渡期结束，本来就有一批机师准备离职，但突然因疫情又有很多机师和

其家人被捉去竹篙湾隔离，于是很多人马上递信。他们说看着一个地方不再重视自己，选择离开也无可厚

非。

驾驶舱里失去不同背景的多元性，固然对香港、对航空业是个损失。外界大多认为机师高薪厚职，为何还

诸多怨言？我只能说，钱不能收买自由。疫情下“清零”几近没可能，在全球一体化底下，若香港坚持“清

零”就只能继续断绝与外界来往，封关的日子不知何时才结束。两年了，说实在，我也会想，到底香港是否

可采取欧美群体感染再免疫的态度？



疫情下的香港国际机场，一位穿了保护衣的市民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网络说话很难听，歧视进一步加深” 
 MC，港人国泰空服员 


我以前做办公室文职，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文件，发觉还是喜欢面对客人的工作，但结果我投身空服员行列

一年多就遇上疫情。

记得初入职时，常觉得工作疲累，故没经常跟同事到外站游历，没想到突然就没机会了。工作虽辛苦，但

我还是热爱这工作模式，觉得每次上班也有全新经历，所以当公司一推出自愿闭环式执勤隔离计划，我就

马上报名。

坦白说，报名也有收入上的考量。我年资浅，以往我可以靠多劳多得和外站津贴帮补，但疫情后每个月我

只能领9000多港元的底薪。我们是以时薪计算，故值班一次闭环式计划可以得到底薪3至4倍收入。我算

比较幸运，报名后获编排两次闭环式，期间飞过美、加、欧洲等地。当时英国被列为最高风险地区，逗留

超过两小时者，回港都必须隔离21日，我们这些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就隔离14日。

虽然闭环式计划的值班确实增加许多外站津贴，但在机舱里见到几乎客满时，还是会很害怕被传染。记得

曾经有乘客问我们拿退烧药，后来帮他探热，他还真的发烧，感觉很恐怖。

公司会提供防疫装备如口罩、眼罩和胶手套给我们，但我还是会不停洗手，无论碰过餐车、乘客食用完的

餐盘、用完的苹果汁纸盒……在10多小时的航程里，我的手都洗到脱皮快烂掉。虽然机上的冷气系统会换

气，但始终是跟乘客共处一个密闭空间，我们不敢除下口罩，口干、肚饿顶多也只是快速喝一口水、吞个

餐包。



在航程中，我们通常会预留一个机组人员专用洗手间，希望能尽量减少与客人交叉感染的风险，但这其实

不是公司政策，有时候老总（机舱总经理）一句“会打扰到客人”，我们也只能被逼与乘客共用洗手间。作

为年资、阶级最低的“小薯”，根本不能说什么。在网络上看到有些航空公司会为空服员提供保护衣，感觉

好像比较安全，因制服始终曝露在空气与飞沫之中。

疫情刚开始时，还未知道病毒传染力有多大，即使大家都载好口罩，还是有种担惊受怕，不知何时会接触

到病毒。到了外站的酒店房间，我也会自行再消毒一次，将房门把手、灯掣、电视遥控器等等重新抹过才

安心。我有时觉得自己吓自己，在外站逗留时只要有少少感冒耳塞征状，就深怕可能受病毒感染，但假如

去当地医院求诊，则更可能在医院染病。这段日子内心有很多小剧场，就算打个喷嚏也惶恐。

两次闭环式的值班，我分别在酒店隔离了7和14天。7天其实还好，有些私人时间可以安静地休息。但14

天那次，到第8、9日开始觉得生不如死，我想我应该有点抑郁，好想快点回家。每天在房间呆着没事做，

起床后又没胃口吃饭，一直在电脑搜寻youtube、netflix新影片看，但其实都看光了，发一阵子呆又到晚

餐时间。好几天也睡不好，有时天光才睡，短短几个小时又醒来，整个精神状况很浑噩。

闭环式的值班模式其实颇不人道，只要签了授权书就任人鱼肉。所有的班表、隔离时间随时可被更改，亦

不用根据以往与工会共同制定的休息时间准则，总之连续值班的数星期里会被任意安排工作，当中只需要

符合民航署要求的最低休息时间（落机与上机之间相距13小时）。

以前工会跟公司的协议是写明一日内（00:00-23:59）不会多于一个值班，例如早上6时下班，当晚的11

时59分之前也不能飞下一班机，但在此闭环式计划下就变成可以了，在当晚7时已可飞下一班机，再加上

时差，其实休息严重不足。只是，国泰在2020年底已取消与工会的年终谈判，也不再承认工会地位，所以

以往保障劳方的协议都因而失效。

而我第一次闭环式计划值班时，班表已被改过整整30次！第二次则突然要飞英国航班，延长了隔离日数，

我也不能反对。加上这半年很多香港人移民，英、美、加的航班基本上都客满，但公司仍然缩减人手，令

工作量大增。还未计算每次到港后都要花3至4小时在机场等待检测报告，这额外花的时间，都是从我们的

最低休息时数里扣起。假设我今晚12时下飞机，可能凌晨3、4时才回到酒店，然后又要快速洗澡，翌日下

午1时又要报到。我们的休息时间很不足，但公司说没有违反民航署的要求。

最近的新传播链是由豁免航班的空服员引起，他们只须居家隔离3天，不像闭环式计划的机组人员要强制酒

店隔离。但许多同事与家人同住，居家隔离也可能传染家人，再传入社区，这政策上的漏洞不是我们自己

所能控制。

有时网络上的说话真的很难听，说我们“飞鸡飞鸭播毒”之类，社会对我们的歧视进一步加深。幸好艰难的

日子里 同事比以往更团结 在机舱内外也互相支持 我们才能继续坚持下去



日子里，同事比以往更团结、在机舱内外也互相支持，我们才能继续坚持下去。

2020年4月27日桃园国际机场，一班飞往香港的飞机，一名旅客穿上保护衣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情绪好忧郁，但要强逼自己赶快好起来” 
 Pinky，台籍长荣空服员 


在打疫苗前，我都不敢选择飞那些要在外站逗留的国际航班，觉得身体完全没有抵抗力，幸好我们能选择

只飞不用入境外地的短程航班。机组人员在台湾是优先打疫苗群组，我在2021年的6月打完两剂后再验抗

体，就开始报名飞长途班次。

不过在未完成两剂疫苗前，在去年3月我也有个临时值班，要飞长途的芝加哥来回货运航班，本来我连飞机

也不用离开、也不需面对乘客。谁知台湾突然将芝加哥列为高风险地区，我那个班次突然就变成最后一班

抵台的芝加哥航班，还要把所有还在当地的机组人员一并带回来。然后我在没有任何行李的情况下，回台

就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隔离了整整14天。

我老家在高雄，家人没办法帮我送物资，结果由公司办公室同事为我买物资。只是有些机组人员家中有小

孩或宠物，就会突然失去照顾的预算，只得麻烦朋友帮忙了。



台湾空服员的检疫方式一直在变，一开始是“3＋11”（3天公司宿舍隔离＋11天回家自主健康管理），后

来变成“5＋9”，隔离日数之后又变成3天、再变回5天。听起来不用强制性隔离两礼拜，但那“自主健康管

理”的规则却写得很模糊。这“管理”还按派飞地区分“一般版”跟“加强版”，好像可以出门但又好像不行，去

问官方回应的话，他们也会给你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，总之就是原文照读守则上的文字，但又不会回答是

禁止出门，所以我基本都不敢出门了。

现在一个月大概会飞一到两次，每次回来都“5＋9”，基本上14天过后很快又要再值班，我的生活只剩家里

跟公司，感觉像一直不停被关在不同笼子里。这种生活模式严重影响我的社交生活，因为自主管理是不能

到餐厅内用，朋友家人的聚餐我都错过。我比较害怕孤单，好难适应长期处于自己一个人的环境里。很多

时，大家觉得很普通的生活，例如去买个菜、踩个脚踏车、散散步，这些很简单的事对我来说变成很困

难，但为了赚钱养家，只能牺牲自己的兴趣和生活。



Pinky:“在公司宿舍隔离时，朋友都有送物资来关心。”图：受访者提供

当然，我可以继续选择只飞短班，未入境的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，能外出的时间相对较多。但因为现时航

班少了很多，我们长班在外站逗留时间就更长，津贴相对也更多，我也很需要赚点生活费。我底薪本来只

有三万多元台币，而每月交租、一天两餐、交通费这些基本生活开支就差不多要花两万元台币了。所以如

果有长班的外站津贴，勤力的话薪水有机会到五万多元台币以上，就有多点钱可养家。

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除急症外我们不能进入台湾的医院、诊所。我一直有很严重的过敏，皮肤、鼻子、眼

睛……但总不可能过敏就跑到医院挂急症这么夸张吧，就算我有支付自己的健保费，也只能到药房买成

药。我阿公最近得癌症，我也无法陪他到医院覆诊，虽然条例写明我们可以在采检结果阴性后去探病，但

实际上那些医院、诊所一听到你是机组人员，就直接拒绝我内进，有些更会贴告示，写明禁止进入。其实

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他们相处，长久下去这也不是办法。



我知道因为曾有机师确诊，很多民众觉得我们是防疫破口。我在外面当兼职时也会听到很刻薄的话，让我

觉得满委屈。毕竟防疫政策轮不到我来决定，我们也尽力保持身体健康，但就连立委、网民，甚至我家人

也不理解，因而讲出不是事实的指控，例如有个台北市议员，说空服员下机后只是想去购物、旅游，所以

“每一次破口都是从这样来”。这是一个失实的指控啊。但日子久了，我开始不太想跟航空业以外的人透露

我是空服员，大概说当内勤或服务业就算。但其实这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工作，为何我不能活得光明正

大？

疫情下的生活让我很纳闷，有一阵子发现自己情绪好忧郁，对很多事失去兴趣，社交软体不常用，变得有

点愤世嫉俗，不想看到别人过得多好。每天起床张开眼睛就觉得好痛苦，为何世上那么多事都是我无法控

制？后来我去看心理辅导，要慢慢调整心态，看来是要厘清一下生活目标。长荣有提供心理咨商的服务，

但我不想使用。不想在公司留下有做过心理咨商的纪录，不知未来会不会因此说我不适任。但外面的心理

咨商费用不包括在健保内，每小时1200元台币，一个星期去一次我已经觉得很贵，所以不能太常去。我看

着存折的钱一直减少，要强迫自己赶快好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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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我个性比较负面，疫情180度改变了大家的生活，加上家人生病、无法见朋友，种种加起来造成我的

心理低潮。我还是需要打工赚钱，但时间久了我也觉悟，钱不能买到我的自由。有一阵子真的好想直接离

职，觉得面对这一切好累，不断重复地上班、隔离、再上班、再隔离。未来我打算申请转办公室的职位，

虽然薪水跟生活模式都比空服员差很远，但至少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，才可以真正计划将来。


